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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传统习传的国家形式并未提供，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权利状态，因而基于人为建构的国家秩序———法治秩序必然与习传宗法秩序发生分离。与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针锋相对，在浪漫派思想家看来，“国家机体是历史演化形成的，传统宗法国家的正当性并非基于个人的权利，而是有民族血脉的共同体，这才是国家正当性的历史依据”。人为设想的自然权利状态纯然出于伪造，纯粹由理性建构出来的人为秩序缺乏正当性（《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第92-98页）。看来，施米特与韦伯对政治的理解相当一致。如韦伯所言，他“无法相信在者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够创造自由活动的机会”。这一论断表明，韦伯对政治的理解乃是生存性的，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的生活方式。施米特以类似的方法表明，国家间的敌对冲突是永久的政治状态。国家意味着“对内追求完全的和平，对外则完全作为与其他主权相对立的主权而出现”的政治实体，由于“主权”意味着“内政与外交、战争与和平、战争期间的武力与文明、中立或不中立，所有这些都判然有别，不能有意混淆”（《政治的概念》，第91-92页）。基于此，施米特断定了政治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划分敌友。施米特说，政治与经济、道德、审美一样，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区分活动。正如道德如果取消了对善与恶的区分就不成为道德，美学如果取消了对美与丑的判断就不成为美学，同样，政治如果停止了划分敌友就不再是政治。但是施米特同时也说，韦伯也是属于“自由主义出生的教授”之列，这又是为什么？
1为什么是“政治”
韦伯对于政治的理解是生存性的，意味着政治的敌对性根植于人类的自然本性之中。正是在这一点表明，韦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依然立足于自由主义的视野之中。事实上，自由主义的立足点恰恰是对人性的自然状态的生存性理解。生存性，意味着与道德性的对立。传统道德神学论体现为将人性理解为“腐败、软弱、怯弱、愚蠢”的性恶论。由于道德神学的性恶论只有在基督教的原罪论的框架下才能成立，自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政治解体后，道德性的人性论便失去了立足点。后起的近代思想家如霍布斯，斯宾诺莎，对恶的理解就只能是生存性的。准确地说，人身上的恶是自然而然的“动物性力量”，而天然的恶是“无辜的”。这样一来，人义论的国家就没有理由去要求人去克制自己身上的动物性，反倒要去保护这种“自然权利”（《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第189-191页）。“霍布斯所奠定的单纯保全生命的自然要求，为自由主义的整个人权体系开辟了道路”，霍布斯同样把人类的自然状态设想为战争状态，然而通过国家对个人的性命与财富加以保全，就有可能在自然状态允许克服的限度内克服自然状态。通过对人类在生活的价值目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人们就能够在实现手段上达成原则性的统一，从而实现政治的中立化。韦伯所操守的政治抱负，正是自由主义的起点。正如自由主义对政治的中立化理解相仿，韦伯摈弃了“信念伦理”的道德要求，转而将人类的精神出路寄托在“价值中立”的“责任伦理”上。但是，倘若按照自由主义的上述思路，人类的政治冲突能够被一劳永逸的消除，韦伯的“崇高的政治”使命还有意义吗？既然神权政治转变为了民权政治，而人民毕竟终归是具体民族国家中的人民，人民只能生活在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之中，那么多元的伦理国家之间生活方式的差异无可避免地将导致冲突。这样一来，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就变成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高标价值中立的政治原则，却又被迫操持起绝对价值的道德武器：“危险在于一种道义强迫的不可回避。那些对其他人使用毁灭手段的人觉得，自己被迫要从道义上消灭这些其他人———他们的牺牲品和客体。他们必须将作为整体的对方宣布为犯罪和非人性，说成彻底的非价值。否则，他们自己便是罪犯和非人。价值和非价值的逻辑发展出他们整个的毁灭性结论，并被迫不断更新、深化对所有无生命价值的歧视、罪犯化、和贬低，直到赶尽杀绝为止。对手们相互消灭之前必先将对方推入全盘贬低的深渊……毁灭根本不再针对一个敌人，而只是用来贯彻的所谓最高价值的客观措施，众所周知，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过分。正是对现实敌对关系的否认，为一个绝对的敌对关系的毁灭活动打开了通道。”[5]道理说得相当明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试图取消政治的敌对性和绝对性，但是当遭遇生存方式的冲突时，为了保全自身的生活方式，彻底从精神和肉体上否定对手，同样不得不将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转化为绝对性的价值。世界的政治秩序就不再是彼此的中立性，而成了多元的绝对性。国家的敌人也就不仅是现实的，也是绝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自由主义政治宣扬的人道主义，恰恰使得战争转向了绝对的道德-宗教意义上的敌人，最终导致的恰恰是普遍的非人性的毁灭。如果施米特仅仅是通过战争状态揭露了自由主义在中立问题上的虚伪性，无异于是说“自由民主”价值超越了具体处境。倘是如此，施米特就应该是一个远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高于一切；为了保护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在生存斗争中需要时时决断国家的敌人，进而在对外战争中不惜一切手段消灭对方。然而在《政治的神学》一书中，施米特提出了著名论断：“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6]，从而把矛头直指国家内政，在根本意义上质疑了自由主义的法律秩序。自由主义的纯粹法学从理性设想的正规状态出发看待国家问题，关心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否合符法律秩序。在施米特看来，将主权纳入法律规范体系，也就是让国家主权消融在法律秩序的规范中。当国家遭遇“紧急状态”的时刻，法律秩序其实无法做出决断。纳粹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推翻民主的魏玛宪政，而且已经公开宣称要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纯粹法学僵硬地抱住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不正为民主宪法的敌人敞开颠覆宪政的大门吗？“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这一论断正是基于对上述情境的洞察。在此，施米特提出了“政治的神学类比”进一步说明“例外状态”的常规意义。国家无法脱离道德决断而存在。否定了道德决断，也就相当于取消了自身的正当性。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都是通过革命建立统治秩序的，“在革命性的立宪变革中存在着一种法的断裂。”从法律秩序的角度看，所有革命都是非法的。只有通过“某种能满足人民法律意识的法定程序”，重新对国家的本质做出道德决断，新兴的政权才能获得正当性，从而确立新的合法性。道德决断的首要任务就是划分善与恶，敌与友，意味着对精神秩序和价值品质的绝对界定。这就说明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实证法学，为什么都无法摆脱政治性和敌对状态。那么，如果说政治正当性必须面对道德决断，紧接着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决断？

2“真正的政治”———正当性论证
传统的神学政治立足于宗教伦理的权威，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这篇长文中，施米特通过描述天主教的统治形式，深入分析了神学政治的正当性来源。从制度结构上看，天主教会是一个由构成的层级结构：“……教宗则是其中最高的、有最终决定权的领袖。但教宗不是世袭的，而是由精英阶层（枢机主教门）按灵修德性和神学学识选出来的；神父来自民众阶层，无论是谁，只要自己有志献身上帝的救恩事业，都可能通过专门的精神操练成为神父，从而‘最卑微的牧人’也可能进入精英阶层甚至被选为教宗。”[7]这就说明，教宗乃是天主教会中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教宗的权威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有着信念伦理支撑的人身性的存在。换而言之，教宗就是天主教会里承担道德决断并具有正当性的担纲者。那么，教宗的道德决断的正当性从何而来？不仅是因为其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更重要的是，教宗的权威具有信念伦理的支撑———由神而人的历史人身（基督）。“没有权威，就没有政治，没有信念伦理，就没有权威”（《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第59页）。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之所以无法说明本身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们缺乏内在的信念伦理的支撑———技术理性诉诸一套法律规范，经济理性只关心物质需求的价值，先天不足使得它们根本无力做出准确有效的决断。权威的意义在于道德决断，意味着协调生活世界中的众多利益和权力冲突，构建良好有序的生活秩序，从本质上讲，这也正是“政治”的最终意义。在教宗—枢机主教—神父—平信徒的层级结构中，占大多数的平信徒位于被统治的地位。作为天性上不能专心侍奉主的信众，平信徒在各个教区内受到牧养。层级结构中隐含着对精神权威的等级秩序的肯定———人的本性决非是善良的，只有在某个足够强大的精神权威的统治之下，人性中的恶才能被抑制，良好的生活秩序才能维持。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是道德决断还是敌友划分，都是基于这种对于自然本性进行管制的必要性。天主教制将上帝的正义以恩典的形式置入统治的权威中，以宗教的形式隐藏了政治的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天主教作为一个“对立统一体”，完美统一了上帝的正义和俗世的权力。俱往矣！随着近现代世俗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神权政治已经不可逆转的被新兴的民权政治所替代。人民的呼声已经盖过了上帝的声音，但是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依然存在。施米特一再坚持自己是公法学家，而非是要复兴罗马天主教神学秩序的神学家。考察“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其实际意义在于追问在当今世界，如何才是真正（正当）的政治。自由主义无法摆脱道德决断或是敌友划分的纠缠，即是从反面肯定了即使在民主时代，某种道德意义上的精神秩序仍然不可或缺。自由主义的理论一味坚持非政治化，不是见识短浅，就是自欺欺人。“专政”这一概念肇始于古罗马。根据古罗马的法律规定，当外敌入侵、发生内乱或其他紧急情况时，执政官可提名一个官员拥有最高治权以稳定或恢复国家秩序。任期内，专政官拥有绝对统治权，并不受保民官否决权的限制。但在六个月的任期或紧急状况结束后，专政官应当自动辞职。[8]现代的专政概念延续了其古典的政治内涵———统治与臣服。然而与古罗马的专政的暂时性不同，现代专政更多地与主权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这一论断表明，谁能决断非常状态，谁就拥有主权；谁拥有主权，谁就能凭借主权实行专政。无论如何，自由只能作为社会的价值原则，“民主”才是现代国家真正的正当性基础。当天国中上帝的末日审判权落到大地上的政治时，唯有全体人民的意志能够作为终极的权威，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权的基础；接过这一崇高的审判权，权威的代表通过决断拥有解释权。然而，人民的身份毕竟不同于上帝的绝对性，要保证国家的精神秩序，首先必须使得人民成为一个“同质的共同体”。所谓“同质”，意味着使全体人民聚合在同一的国家伦理下，成为“精神化的群众”：一个民族或者其他社会群体是否具有历史使命，是否达到其历史时刻，判断的标准端在于趋向神话的力量中。从真正的生命本能深处，而不是从理智的判断或目的的考量中，才会涌生伟大的热情、伟大的道德决断和伟大的神话。……只有如此，一个国家或阶级才能成为世界历史的动力。没有这种神话的意象，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力就无法维持下去。[9]通过民族性的伦理价值，而非个人权利维系的“同质的共同体”，人民主权成为现代国家的权威，人民主权的专政将重新在此世上建立起高贵的道德秩序，为地上的政治实体提供坚固的正当性。然而谁解释，谁代表的问题依然存在，对于科特来说，人类面临的实际只有两种专政的选择———道德权威的专政抑或庸众的专政。自由主义政治的代议制之病恰恰在于，全体人民的意志已经蜕变为各种社会利益和各色党派意识形态。那种“商讨阶级”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谨小慎微的半吊子手段”，它期待那种生死攸关的纷争和决定性的殊死搏斗能够通过技术思维转换为协商，并且在这种永无休止的协商中把决断搁置。至于将国家的基础建立在法律秩序之上的企图，则根本是消融了国家“主权”，一旦国家的敌人出现———内争也好，外战也罢———国家甚至无力捍卫自身，遑论专政？在施米特看来，“代表作用赋予充当代表的人身以一种特殊的尊严，因为一种崇高价值的代表不可能没有价值”（《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第63页）。真正的代表必须既能代表民族精神的整体权威，又能够代表“人性的公民”。基于此，施米特的主张人民代表专政乃是通过全民选举的总统代表人民实施专政———全国人民的一致欢呼授权总统以具有代表性的正当性。

3余论
诚如施特劳斯所言，只要人类尚未放弃对何为善、何为恶、何为正义等问题的努力，诸如此类问题所引发的冲突就必然长存人间。以“价值中立”的方式放弃此类问题，也就相当于放弃了何以为人的问题，到头来不仅难以说明自身的正当性所在，引发的乃是更普遍的非人性。所谓“政治决断”的意义恰恰在于坚持了对人性中善恶两面的清醒认识。决断不仅存在于民族国家对抗的政治状态，为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所必要的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确定了统治的等级秩序，用道德支撑了统治的正当性。毕竟，“划分敌友不过是历史处境中的论题，统治与臣服才是政治本体论的论题”。至于何为国家的“生存形式”，相信上文已经作出了充分的解答。在施米特看来，民主政治的背景下，“人民的代表专政”乃是现代国家的不二之选。只有人民的“同质共同体”能够内在地承负起政治正当性的诉求，只有真正的代表有能力做出政治决断。“既顾及到人性之所不及，又不完全迁就人性的恶；既没有抛弃俗众，又没有遏制精英；既在地上，又没有离开天主的怀抱”，历史上的天主教发展出的这一对立综合，或许也正是施米特一生的追求所在。

